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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混溶:改土归流后土家族聚居区民间信仰的融合 

——以《控送诸神本章》为中心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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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四川美术学院 思政部,重庆 沙坪坝 401331; 

2.湖北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恩施 445000) 

【摘 要】本文结合方志等文献分析新发现的《控送诸神本章》中各类神祇和祭祀仪式,从中可见,改土归流后

多种形态的民间信仰进入土家族聚居区与当地原有的信仰整合,在唯灵是信的原则下被融合到以百姓为中心的生活

圈､生产圈､想象空间等三个不同层次的祭祀圈中｡它深刻反映了中国传统民间信仰的包容性,本地区改土归流后的

文化变迁,土家族聚居区民族走廊地理位置的特殊性等｡《控送诸神本章》为我们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研

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和角度｡ 

【关键词】改土归流 《控送诸神本章》 武陵山区 土家族 民间信仰 

民间信仰是考察中国传统基层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角度｡中国民间信仰研究,堪称中国宗教史､中国思想史乃至整个中国文

化传统研究中的一大难题①｡土家族聚居区主要分布在今天湘､鄂､渝､黔四省市接壤的武陵山地区②,民间信仰也是该地区核心研

究内容③,受到民族学､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等各界的关注,取得丰硕成果｡但是,目前的研究从时间上看,主要集中在古代和当

代,对近现代关注较少;从内容上看,主要集中在该地区显著的少数民族传统民间信仰诸如土家族的梯玛､苗族的巴岱等,其他形

态的民间宗教信仰较少
④｡近现代民间信仰研究的匮乏让学者对这一时期,尤其是改土归流之后土家族聚居区民间信仰的基本面

貌､变迁､在民族融合中的作用等核心问题不甚了了｡困扰学者最大的难题就是近现代该地区民间信仰由于泄法禁忌､官府查禁等

原因⑤保存下来的史料太少,尤其是民间文献稀缺｡笔者在土家族聚居区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咸丰县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有

幸收集到一本反映改土归流后该区域民间信仰的珍贵史料《控送诸神本章》(正文以下简称《控》),为解答这些问题提供了可能

｡ 

《控》中主要记载了米神､婆神､七杀神､伤鬼､金神､硐(峒)神､口舌､水鬼､七郞土地､山王土地､川主､四官财神､白虎､瘟神､

火神､三抚神､杨泗将军､马鬼神等在当地流传的18类民间信仰｡该书向我们展现了一个较为全面和丰富的民间信仰世界,是我们

了解改土归流后土家族聚居区普通民众精神生活不可多得的史料｡本文结合方志和民族志材料详细地分析《控》中各类神祇和祭

祀仪式,还原改土归流后土家族聚居区普通民众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同时展现这个精神世界所反映的相关社会背景和族群历史

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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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鳞片甲:《控送诸神本章》其书 

该书由笔者收集于今天的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咸丰县｡咸丰县位于武陵山区深处,清江流域和酉水流域在这里交界,

是土家族聚居区的核心地区之一｡该书手抄,抄写格式仿版印,疑底本为版印本｡封面题写“控送诸神本章”⑥,内首页题写“刘百

川记”,“刘百川”应该为其作者或抄录者,全书约4600余字｡《控》中有“今据大清国湖北某府某县某里地名土地祠下之民信士

某人”之句,同时咸丰县是雍正十三年(1735)改土归流⑦之后所设｡该书后还附录了《问地理应答秘诀》《开歌场》《解罗经天机

真传削去卦例秘法》,从书法上看应该是同一人抄录,这三个部分分别是本地区土葬丧葬仪式中选地､唱孝歌所需要的内容｡土家

族聚居区大部分地区在改土归流之前民间普遍盛行的是以崖葬为主的二次葬⑧｡二次葬与土葬仪式完全不同,不需要这三个部分,

土葬的盛行是在改土归流之后汉文化推广的一个结果⑨,所以推断《控》书形成于改土归流之后,是土家族聚居区文化融合的一个

结果｡ 

《控》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无标题,根据内容来看主要是“请先神和先师”;第二部详细记载了“祭米神”“祭婆神”“祭

七杀神”“祭伤鬼”“祭金神､栏杆硐神”“送口舌”“祭水鬼”“祭硐神”“祭七郞土地”“祭山王土地”“祭川主

庙”“祭四官财神”“送白虎”“祭瘟神”“祭火神”“祭马鬼神”“祭三抚神”“祭杨泗将军”等在当地流传的18类民间信

仰的祭祀仪式｡由于历史久远,其具体的写作背景不得而知,可能是当时作者刘百川记录的其所见各种请神仪式的简要流程和要

点,也有可能是记录当时已经民俗化了请神仪式,但就单个仪式上来说较为完整但过程简略⑩｡不管为那种情况,该书均向我们展

现了一个较为全面和丰富的民间信仰世界,是我们了解改土归流之后土家族聚居区下层民众精神生活不可多得的史料｡ 

二､恒河沙数:《控送诸神本章》书中诸神 

《控》记载神祇有18种,初看似乎纷繁杂乱,其实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根据内容可以分为三大类别,即自然神､驱凶神､人物神｡ 

(一)自然神 

《控》记载了不少与自然物相关的神,如山王土地､洞､水､火､米､茶､白虎等｡ 

1.山王土地｡山王土地信仰广泛存在于土家族聚居区及其周边外围地区｡民国《大足县志》记载本地普通百姓:“至山门石镌

山王土地一龛”⑪｡贵州地区祭祀山王土地,“豺犬咬人无算,尽夜一呼百应,中杂鬼声,邑人震惊,公拟祝文一道,用骈体首用牲体

祭山王土地,其患遂息” ⑫｡《控》中记载山王土地是“统天护国,山王地主万化尊神”｡可见,山王土地信仰是土家族聚居区一个

神通广大､惠泽民众的神祇｡ 

2.洞神｡或称作硐神,广泛存在于土家族聚居区｡铜仁地区田野调查表明硐神为风神⑬｡杨洪林研究了武陵山地区的洞神信仰,

认为洞神的一个重要类型就是掌管雨水的水神⑭｡《控》中记载祭祀洞神要奉请“十二行雨大王,九龙行雨大王”等,可见《控》

中硐神即为掌管风雨的水神｡ 

3.水鬼｡水鬼的民间传说和信仰广泛分布中国各地｡南方的苗族就有水井崇拜,“除了祈求生儿育女把儿女拜寄给水井之外,

还有希望泉水长流,造福人类之意,祭祀的日期大多在二月初二日” ⑮｡今天侗族“占里村的鬼世界中有三大系统,而位居第一的

是水源鬼” ⑯｡ 

4.火神｡火神信仰广泛存在中国民间,后被道教吸收｡《控》中请火神要接“罗宣”“引火使者”｡在道教神谱中“罗宣”为

南方主管火的三气火德星君⑰｡在民间宝卷《玉英宝卷》中“引火使者”是主管火的南方火德星君下面一将领⑱｡ 

5.米神｡西南有不少信仰米神的少数民族,也是本地区世居少数民族的民间信仰之一｡光绪《秀山县志》云:“帽山有洞,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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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米神所栖,祠祀最盛｡”⑲道光《思南府志》云:“翠屏山,城南八十里山形峭削,古木蓊蔚,腰有米神洞｡”⑳光绪《曲江县志》

云:“三日祀米神,不炊米｡”㉑湘西的苗族在《通书》中就有“米神收来满仓满库”之句㉒｡贵州布依族､苗族聚集的花溪就有初一

到初八不用生米做饭,怕得罪米神的习俗㉓｡ 

6.婆茶｡“婆茶”代指“梦婆茶”,“梦婆茶”是在地狱奈何桥边为投胎之人准备的消除记忆的茶㉔｡《控》中在请神时请的

是“弟(第)一普君,弟(第)二普君,弟(第)三普君”｡“普君”,一说为“东岳大帝”㉕｡“婆茶”和“普君”到底是何许神仙,还需

要更多的详细资料来考证,不过不管是“梦婆”还是“东岳大帝”,都是主管地狱的神,是治鬼之神｡该文中“普君”主要功能是

“请在千家门守”,请来控制其他“鬼”的神,这和《控》书书名“控送诸神”相契合｡“东岳大帝”为道教主要神灵之一,“梦

婆”也被纳入了道教神仙体系之中,但道教神谱中始终把两者分开｡将两者合二为一是民间信仰在民间传播中对道教神灵的改造

｡ 

7.白虎｡“白虎信仰”一般认为是土家族的典型信仰｡贵州德江地区就有赶“五方白虎”习俗㉖｡黄柏权进一步研究,认为土家

“白虎信仰”主要有“敬白虎”与“赶白虎”两种形式,而“赶白虎”主要是“赶”受汉文化影响变为凶神的“四象白虎”㉗｡

《控》中是“送白虎”,与“赶白虎”类似,在汉文化中,虎代表刑杀､死亡,为凶神和恶神的代名词,两种形式并存代表了土家文

化和汉文化的融合｡ 

(二)驱凶神 

《控》记载了不少与民俗相关的驱凶求吉神,如七杀神､伤鬼､金神､口舌神､瘟神等｡ 

1.七杀神｡民间信仰大全《封神演义》中封张奎为七杀星㉘｡《控》中记载,祭祀该神首先要请“东方青帝”｡“东方青帝”,

《尚书》讲其“主春生”㉙｡七杀神能够“炮响三声,人头落地,抢人三魂,夺人七魄”,可见是个凶神｡ 

2.伤鬼｡南方少数民族地区普遍的民间信仰｡民国《贵州通志》记载“伤鬼,路鬼也”㉚｡“伤鬼”在《控》中是统称,具体为:“东

方本木打伤,南方火烧伤,西方金打伤,北方水淹伤,中央跳岩伤,瞎子伤亡,跛子伤亡,男子伤亡,女子伤亡,生育女产难伤亡……

弓伤弩伤,蛇伤,虎伤,自缢伤亡,生死伤亡｡”都是冤屈而亡的凶鬼｡ 

3.金神｡是该地区典型的苗族民间信仰｡《控》中明确说该神车马“出在麻阳五寨,西溪柳硐坪,清浪龙裹马溪”｡“麻阳”应

该为今天湖南麻阳苗族自治县｡“五寨”可能为“五寨长官司”,明朝始设在曾经隶属于麻阳的凤凰少数民族土司之一｡“金神”

在传统儒家思想里主兵戈㉛,它演变为武陵山地区少数民族的战神｡ 

4.口舌｡西南民族有不少送口舌的习俗｡民间“常在黄昏夜静时走向三岔路口､十字路旁的幽暗角落,把端去的筛盘或几口板

瓦放下,插一圈尖角小红旗,摆出麦面团捏成的青龙白虎,向四面八方撒丢茶叶､盐､米｡这是送口舌是非,叫送鬼缚”㉜｡祭祀该神

要“奉请上界秦王口舌神君､中界楚王口舌神君､下界平王口舌神君､东方东路口舌神君｡五方同请口舌公公､口舌婆婆､关(管)事

土地､和事老人｡”可见这个“口舌”是指误会或者纠纷而引起的麻烦､诉讼等｡ 

5.瘟神｡“瘟神”信仰广泛存在中国各地区,李丰懋认为其起源于晋代的道经《女青鬼律》和《洞渊神咒经》㉝｡在闽台盛行

着的“送船王”仪式就是送瘟神｡《控》中有“白虎滩头应肖九圣……龙舟会上,吹肖(箫)弄笛,摇旗打鼓”之说｡可见其与长江

中下游地区广泛流传的利用纸船送瘟神,后发展为龙舟会的民间宗教仪式相关｡ 

(三)人物神 

《控》记载了不少与英雄人物相关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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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七郎土地｡七郎土地在西南地区各个民族的宗教仪式里面均有身影｡“一说为宋代抗辽抗金名将杨业第七子,他勇猛刚强而

被奸臣谋害遭七箭穿心而亡,重庆江北有专门供奉七郎土地的庙宇”㉞｡而贵州遵义桐梓县却有“七郞”为夜郎古国竹王第七子,

后被封为土地之说㉟｡《控》中要请“肖家一代,孟家一宗等”诸位神祇｡ 

2.川主庙｡以祭祀李冰父子为主的“川主庙”广泛分布于巴蜀地区,“川主信仰”也被看做巴蜀地方最有特色的民间信仰之

一㊱｡《控》中川主庙“神宫车马……出在西川灌口”,所以《控》中的川主庙与巴蜀地区相同｡祭川主庙而且是《控》书中唯一

明确要求到庙中祭祀的神灵｡李远国､田苗苗认为川主信仰还代表祖先崇拜,尤其是在移民地区㊲｡作者也认为《控》的情况类似,

改土归流后土家族聚居区有大量巴蜀移民,川主庙也大量分布在该地区｡ 

3.三抚神｡三抚神是土家族的典型信仰｡方志有许多关于三抚神的记载,如三抚宫“一在大河坝,一在旧司场案,三抚神相传

为三姓土司,生有惠政,民不能忘,故没而祭于乡社,颇显灵异,水旱祷之则应”㊳｡一般认为其为土家族敬奉的三位土司首脑神｡三

位土司,各地说法不同,酉水以西为田､覃､向三姓;黔东北､川东南为冉､田､杨三姓;酉水以东为彭､向､田三姓㊴｡ 

4.四官财神｡四官财神是土家族聚居区土家族的典型民间财神｡铜仁地区的土家族神龛上都写有“酉溪显化严罗田冉四官财

神位”,每到除夕之夜,祭过家神后,就用纸剪成四个人形,抬着猪头到土地庙祭“四官神”㊵｡四官财神与三抚神之间有某些关联,

方志记载,“三抚老穆相公祠,唐乾符三年,太原杨端应募赴播州,平南诏贼,退授武略将军,遂居播地,有善政,后播人立祠以祀,

称为三抚老穆相公,附以严､唐､罗､冉为四官财神,至今遍祀”㊶｡ 

5.大二三郎｡《控》中记载了祭祀马神鬼时候要请“大二三郎”,应该为土家族聚居区土家族和白族广泛崇拜的“大二三神”

｡桑植白族和石门土家族聚居区的祠堂､家庙中供有红脸､黑脸和白脸三尊神像,相传为“大二三神”,“一说为开辟桑植覆锅岩､

狮子岩,鱼龟山白族地区的始祖三人;另一说是上古时帮助女娲补天有功的三位神灵,被奉为本主神敬奉”㊷｡恩施地区土家族敬

奉大二三神为开天辟地的祖神㊸｡ 

6.杨泗将军｡民间传闻说他是一个因治水有功而被封为将军的明朝人｡明清时期出现“湖广填四川”的人口迁徙潮,人们为

了在路途安全,以“杨泗将军”为护行的水神,湖南､湖北､四川､陕西等沿江民众都祭祀他｡《控》中记载“紫云台上,斩龙得道,

杨泗将军”,这和长江流域传为保护神的杨泗将军一致｡ 

三､包罗万象:土家族聚居区民间信仰的多元性 

《控》记载了多达18类的请神仪式,充分体现了土家族聚居区民间信仰的多元性｡ 

(一)纷繁复杂的神灵体系 

《控》中所有的请神仪式中所请的神灵都是一个复杂的体系,都请了不止一个神祇｡这些神祇来源､作用､地位等都不相同｡我

们以“请先神､先师”仪式为例｡“请先神､先师”的仪式所请神祇的体系具体包括两个大的层面和四个小的层次｡第一个层面是

请先神,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要焚香请“观音大士”;第二层次是焚香请“天地君亲师五大圣人､三元三品､三官大帝”;第三

层次是焚香请“王许老祖､鬼谷先师､周易文王､姜太公先师､袁天罡先师､李淳风先师､杨救贫先师､前知先师､后知先师､天报师､

地报师､年报师､月报师､□报时报师､千里眼先师､顺风耳先师､十天干星君､十二地支星君､二十八宿星星君､十二宫神星君”等｡

将这些先神请到信士之家后要请其“领受财物”,目的是“乞保信士□人老安少状,出入清吉,空手出门,抱财回家,日进千金,日

进万两,先保人民,后保六畜”等｡最后才是第二个层面第四个层次,请法师的“历代宗师､入口传度师”等先师,他们没有前面三

个层次的待遇,只能“同来领赏”｡从中可见,所请的主神是“观音大士”,这是借用佛教神祇,但陪侍“观音大士”的是借用儒

道神祇的“天地君亲师五大圣人”等先神,最后才是自己的“历代宗师”等先师｡这是一个杂糅儒释道巫四家但等级森严的完整

神灵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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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南地北的神祇来源 

《控》中神祇的地域来源多元,按神祇的起源及其主要流播范围,我们可以以土家族聚居区为中心划分为土家族聚居区本地

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南部地区等四个主要区域｡土家族聚居区的神祇主要有金神(栏杆硐神)､硐神､七郎土地､四官财神､白虎

､马神鬼､三抚神等;西部地区主要有来自四川的川主和来自云贵高原的口舌;东部地区主要有来自长江流域的杨泗将军､伤鬼和

来自江西的瘟神;南部地区主要有米神､婆茶､山王土地等｡从中可见,《控》中除了保留大量本地土生土长的民间信仰之外,也吸

收了众多来自周边地区的神灵｡从区域分布来看,主要是受来自本地区东西方向汉文化和南方地区(尤其是云贵高原地区)其他少

数民族文化的影响｡一直以来人们认为土家族聚居区的文化传播是由东北向西南流动,但从信仰上看却主要是西南向东北流动｡ 

(三)多元杂糅的民族记忆 

《控》中神灵的民族属性在文化融合的背景下已经较为淡薄,但是还是保留了一些较为明显的民族属性的民间信仰,尤其是

该区域的主体世居民族居多｡较为突出的神祇有苗族､布依族的米神;土家族的四官财神､三抚神､白虎神;土家族､白族的大二三

郎神;苗族､瑶族的“金神､栏杆硐神”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苗族､瑶族的“金神､栏杆硐神”,《控》中明确说该神车马“出在麻

阳五寨,西溪柳硐坪,清浪龙裹马溪”｡“麻阳”应该为今天湖南麻阳苗族自治县｡“柳硐坪”可能为“柳硐寨”,为乾隆十八年

(1753)参加苗民起义的苗族大村寨之一㊹｡其反映的是乾隆十七年(1752)到乾隆十八年(1753)铜仁､五寨司苗瑶族人民起义,他们

曾经一度攻克麻阳县城,但最终被镇压｡这段经历湮没在历史之中,但在他们的信仰之中还有所反映｡ 

(四)嵌入无间的宗教属性 

《控》中除了本地土生土长的民间信仰之外,明显有来自儒释道的影响,这在《控》中仪式和思想层面都有很深刻的体现｡尤

其突出的是道教,我们可以从“祭瘟神”仪式中看出｡祭瘟神,需要奉请“天符岁分主瘟伏魔大帝,大洋州得道肖公应佑侯王,白

虎滩头应肖九圣,人宗一/二相公,宗三/四相公,聂一/二舍人,聂三/四舍人”｡“大洋州得道肖公应佑侯王”应该为“大洋洲得道

萧公英佑侯王”,为肇始于宋末元初江西新淦大洋州的萧公信仰,其主要作用为水神和航运神㊺｡当代道教正一派在科仪文本中有

“水府宗一､宗二､宗三捨人｡聂家香火,聂九官人”的表述㊻｡对比可见,“人宗一/二相公,宗三/四相公,聂一/二舍人,聂三/四舍

人”是“水府宗一､宗二､宗三捨人｡聂家香火,聂九官人”的变形｡“宗一､宗二､宗三捨人”应该为“宗氏三兄弟”,“宗三”信

仰起源于元末鄱阳湖之战化身龙形助战朱元璋的“鬃(宗)三爷爷”,后成为水上交通重要的民间信仰,明清时期主要流传在长江

中下游地区,道教将之纳入其神统㊼｡《控》中有“白虎滩头应肖九圣……龙舟会上,吹肖(箫)弄笛,摇旗打鼓”之说｡可见其与长

江中下游地区广泛流传的利用纸船送瘟神,后发展为龙舟会的民间宗教仪式相关｡道教也吸收了“瘟神”信仰,将其作为一个重

要的神灵,清江流域少数民族地区也盛行一种“送船科”民间道教仪式,即为送瘟神㊽｡从中可见,道教影响下的送瘟神仪式传入

土家族聚居区与本地信仰与仪式整合,形成了《控》中的仪式形态｡ 

综而论之,《控》展现了一个纷繁复杂的民间信仰世界,其多元性充分体现在复杂的神灵体系､广泛的神祇来源､神祇丰富的

民族和宗教属性等方面｡ 

四､融洽无间:土家族聚居区民间信仰的融合性 

初看《控》中的众多民间信仰,觉得杂乱无章,其实有着严格的内生逻辑｡首先,这些仪式过程相对固定;其次,神灵体系祭祀

空间相对独立;再次,神灵作用各有不同,但是统一为普通民众服务之中｡这些民间信仰都在祭祀空间､神祇体系､仪式作用上实现

了融合,并统一服务于本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是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诉求在精神生活中的具体体现｡ 

(一)融合在相对统一的仪式和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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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中每个仪式的记录虽然简单,但较为完整且仪式过程相对统一｡每场仪式的基本情况如下:一是有明确的祭祀位置,或

在路口,或在大门,或在堂屋,或在庙宇;二是有明确具体神祇,每场仪式均请了众多神祇,或是承担同一种功能的不同神,或是众

多配祀的神;三是有祭祀的用品,或香纸,或杯盏(酒),或刀头(方形肉),或鸡鸭,或三牲等;四是明确神祇的作用;五是部分还有神

祇的来源;六是部分还有神祇的送神部分｡仪式过程和长江流域乃至中国南方地区的请神仪式基本类似,这是少数民族影响汉族,

还是汉族影响少数民族已经无从考证,但这基本上就是现实生活在精神世界的一种反映｡ 

《控》中的神祇不管是从宗教属性还是从民族属性上来讲来源都很广泛,但是他们并不是杂乱无章的拼凑,而是呈现出一定

的次序｡首先从数量上看,神祇还是以少数民族自己的民间信仰为主,融入佛道儒等外来神祇｡其次从功能上看,《控》中的“神”

往往是个大类,里面包含了众多相关的小神祇,相同职能的神祇不管来源,均一起奉请｡再次从神祇所处的地位和排序上看,外来

传入的儒释道诸神地位最高,他们往往排在第一位,需要最先奉请和最先享受贡品,但是起作用的还是排位最低的以本地区少数

民族民间信仰为主的神､鬼､怪｡可见,《控》中体系主要是按照神祇的作用来进行整合的:外来的,起领导作用的大神祇就放到了

神谱的上层;本地区起直接作用的小神祇数量最多,就放到“距离”普通民众较近的底层｡这也是普通民间信仰的一个典型特征｡ 

(二)融合在共有的公共空间之中 

《控》中神祇居于两空间之中,一个是神祇的祭祀位置,这是人与神交汇的地方,人在此实现人与神的互动;一个是请神时候

神祇的居所,这是想象出来的神长期的居住地｡ 

祭祀位置以人的居所为中心向外辐射,形成三个明显的祭祀圈:一是居所之中,居所之中最为重要的是中堂之上的神龛｡改土

归流后传统土家族聚居区民居都会留有堂屋,堂屋正中镶嵌神龛,《控》中明确要堂屋祭祀的有四官财神､三抚神和米神,这恰恰

是本地区世居民族的典型信仰;居所之中第二重要的就是大门,明确在大门祭祀的有婆茶､白虎､瘟神,以凶神为主;第三就是栏杆

㊾,在这里祭祀的有金神､栏杆硐神､火神｡二是居所外围的场坝之中,有“门场脚下,石板焚香”的口舌､“井边”的水鬼｡三是离居

所较远的古庙中,只有川主｡ 

神祇的居所比祭祀的场地空间范围要大得多,除了实际存在的地方外,还有很多想象的空间,但总体也可以以人的居所为中

心向外辐射大致分为三个空间｡一是神祇起作用的地方｡主要有七杀神的“凉风丁口,十字路头,九字路尾,岩孔之中,岩孔之内,

大教场中,小教场内”;伤鬼的“十字路头,九字路尾,凉风丁口,红罗帐内,青凉树下,血步之地”;水鬼的“大井之中,小井之

内”;四官财神的“酉溪一十八洞蛮王堂殿,云贵二省金银场”;火神的“大金盘之中,小金盘之内,火炉之中,火炉之内”;马神

鬼的“黄坪白泪滩,真金桥,桂泽溪”;米神的“金溪小路,古州一十八滩”;婆茶的“五龙滩口,南郊二里,白马关滩”｡二是神祇

起源的地方｡主要有口舌起源的“云贵二省”;川主起源的“西川灌口,雷风山上,火烟山下”;杨泗将军起源的“谷府州县,谷河

两岸”｡最后是想象中神祇所在的地方,多是一些山崖､洞等｡主要有硐神所在的“本境左硐之中,右硐之内”;七郎土地所在的

“青凉树下,石板盖屋”;山王土地所在的“金轮山上,银轮山下”;三抚神所在的“出在雷庙山中,雷显山中”｡ 

从中可见,改土归流后土家族聚居区的民间信仰以人的居所为中心构建了一个完整而丰富的精神世界,并以普通民众的现实

生活空间为基础形成(想象)一个完整的神灵世界｡不同的祭祀空间,融合在该地区日常生活中｡首先是人的日常居所;其次是人居

所之外的劳动､生活的活动空间;最后才是超出现实生活的想象空间｡每一种民间信仰在空间上各有不同但又不相互冲突,神灵处

处存在并掌握着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且这些神祇可以与普通百姓的日常需求一一对应,可谓就是普通百姓日常需求

的精神版本｡ 

(三)融合在共同的服务对象之中 

《控》中神灵的作用纷繁复杂,大致可以分为国家和社会层面､个人层面､不能得罪的凶神层面等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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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和社会层面｡主要有祭川主庙,作用是“招转山河社稷,巡拿万国九州妖魔,救济万民”｡祭米神,作用是“保五谷丰收,

吉祥如意”｡祭婆茶,作用是“请在千家门,守万家门户,一年四季,百事顺遂”｡祭瘟神,作用是“迎恩请福,救济万民”｡ 

2.个人层面｡又可以按照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分为生产､钱财､疾病､是非等方面｡生产主要是祭七郎土地的“豺狼虎豹远遣

他方”;祭三抚神的“家门清吉,人眷平安,五谷丰收,六畜兴旺,一年四季,百事顺遂”;祭杨泗将军的水神｡钱财的主要是祭四官

财神的“一年四季,东去遇财,西去遇宝,南通北达,百谋顺遂”｡疾病的主要是祭金神､栏杆硐神的“送瘟,送火,送鬼,送怪,虎狼

百怪”;祭硐神的“祈保病患,灾厄运去,百事顺”;送白虎的“瘟火不启,疾病不生”｡是非主要是送口舌的“家门清吉,百事顺

遂”｡ 

3.凶神层面｡凶神一般没有固定作用,但是不能“得罪”｡包括祭七杀神的“抢人三魂,夺人七魄”;祭伤鬼的意外伤;祭水鬼

的“家门清吉,人眷平安”;祭马神鬼的“自送之后｡不要为□作祸”｡从中可见,《控》中神祇不是简单的融合,而是各有分工,没

有一个神祇是全方位的｡但每一个诉求都有相应的神祇管辖,从为国祈福到发财却病,包含了普通百姓生活中方方面面的诉求,这

是中国民间信仰的一大特色｡民间信仰在唯灵是信的原则下将各种神祇包含其中,这些神祇也在民间信仰中各司其职,找到了自

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虽然有众多的神祇保护,但普通百姓对日常生活的诉求多是“家门清吉,人眷平

安”,也可见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苦闷与无奈｡ 

五､民族走廊与文化变迁:《控送诸神本章》精神世界形成的原因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㊿精神世

界是现实社会的倒影,之所以形成《控》书中的局面,是因为改土归流后土家族聚居区复杂的社会变迁｡首先是中国民间信仰本身

在唯灵是信下的包容性;其次是土家族聚居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个区域在历史上是一个著名的民族走廊,众多民族和文化

通过这个通道迁徙;再次是明清之后大规模的移民;最后是晚清时期该地区的改土归流后文化变迁的影响｡ 

(一)中国传统民间信仰的包容性 

《控》中的民间信仰是土家族聚居区普通民众现实生活在精神层面上的一种反映,民间信仰的包容性来源于该地区普通百姓

在现实生活中的包容性｡而这种包容性又体现在功利性上,《控》的实用功利性极强,正如英国学者休谟说过:“在所有曾经信奉

多神教的民族中,最早的宗教观念并不是源于对自然之工的沉思,而是源于一种对生活事件的关切｡”
○51土家族聚居区所处的武陵

山区是中华古代文化的沉积带,崇山峻岭限制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文化相对落后｡少数民族在艰难的生活中,希望大自然中有无形

的神奇力量护佑相助,逢凶化吉｡因此,民间对神的崇敬是必然的,也是经常要借用的｡在生产力不发达的环境之中,民间长期憧憬

着神降嘉生的信仰｡土著中的“精爽不携贰者”作为神职人员充当了神人之间的媒介,掌控着宗教精神世界,以适合当地风俗的

仪式把敬神求神文化传承下来,以不同的神处理不同的社会问题｡而每一尊神的存在与流传,都是民间为了实现功利性目的而设

置的,神的身上都有民间的期许｡神是有功能的,其功能是民间赋予的｡实现“神的功能”,实是通过人的“巫术”,本质上是宗教

文化活动,未必能达到实际的效果｡ 

(二)土家族聚居区民族走廊文化的融合性 

土家族聚居区大致与武陵民族走廊相重合,主要分布在中国第二级阶梯向第三级阶梯过渡的武陵山山脉一带,整体呈现东北

—西南走向｡其东边就是长江中游平原,西边是四川盆地,西南边是云贵高原｡在这个区域内生活着汉族､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

､白族､布依族等众多民族｡费孝通就指出,“这个山区(武陵山)……已经成为从云贵高原向江汉平原开放的通道｡这条多民族接

触交流的走廊,一方面由于特殊的地貌还保住了各时期积淀的居民和他们原来的民族特点,另一方面又由于人口流动和融合,成

了不同时期入山定居移民的一个民族熔炉”
○52｡在本地世居民族中,李绍明也认为:“若就文化多样而言,武陵地区三大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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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亦各有特色｡土家､苗､侗均有自身独特文化,但此三族的文化又有相互交融的现象,且呈现出地域不同的变异｡” ○53民族和文

化融合成为土家族聚居区文化中一个突出的特色｡ 

(三)改土归流带来的移风易俗 

改土归流后,流官进入,按照汉地习俗进行以文化蛮,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土家族聚居区的文化格局｡首先,流官按照汉地的礼

法重新构建了一套不同于土司制度下的信仰体系,这套体系是政府主导地方建设的重要内容,以“儒”为主,其中有两个重点,一

个是教育,兴文庙,办学校;另一个就是教化,各坛名为祭祀天地等,但是主导的却是王权,显示的是王权控制下的神权,并再由这

种控制下的“神权”控制其他信仰等｡虽然“儒”也排斥“淫祀”,但更多的时候是包容和改造佛道二家及其广大的民间信仰,

以完善自己体系的不足｡儒佛道以及广大的民间信仰在这个体系内相融相生,不可分割,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社会的信仰体

系｡ 

政府主导的这种自上而下的移风易俗是成功的｡以毗邻咸丰县的来凤县为例,经过改土归流后历任来凤地方官的努力,到了

同治年间,来凤的地方风俗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同治《来凤县志·风俗志》中说:“我朝改设郡县,凤以洞蛮旧壤｡其初,民皆土

著,大抵散毛遗烈犹有存者｡久之,流寓渐多,风会日启,良有同承流宣化,用夏蛮夷｡百余年来,士皆秉礼,民亦崇实｡斯民三代之直,

未始不可数也｡” ○54到了同治时期,来凤的宗教文化不管是儒释道还是民间信仰都明显得到发展｡移风易俗的另外一个重要表现就

是佛道两家逐步融入来凤县民众的普通信仰生活之中,尤其是丧葬仪式､祈禳等｡在土司时期,佛道两家还未进入普通百姓的丧葬

仪式之中,甚至到了乾隆年间也未见记载,当时普通百姓的丧葬还是延续的传统火化和二次葬为主,这为当时地方官所诟病
○55｡但

是通过了康､乾､嘉､咸等多年的发展,到了同治年间,佛道两家融入了来凤县普通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信仰生

活空间｡ 

这也就可以理解《控》中体现出来的儒释道三家的影响,尤其是在儒释道三家神祇虽然不是直接起作用的神,但是却往往居

于神谱中较为重要的位置｡因为他们代表了中央王权,代表整个中华文化的“大传统”对土家族聚居区文化“小传统”的指导和

引领作用｡ 

(四)清改土归流之后大量移民的迁入 

改土归流是土家族聚居区管理制度上最为重要的一次变革,之后大量移民开始进入,我们以收集到《控》的咸丰县为例｡咸丰

县自古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古属癝君国,秦属黔中郡,汉属武陵郡,唐属黔中道,五季为感化州,宋为富州地,寻改为羁縻柔远州,

元属散毛司”
 ○56 ｡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凉国公蓝玉平定散毛土司叛乱后改散毛为大田所

○57｡至此,大田所的成立才让今天咸丰县

部分地区为中央王朝所实际掌控,但周边均为少数民族土司之地｡清雍正十三年(1735),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开始“改土归

流”,“大田所及唐崖､金峒､龙潭､西坪各土司地,共设一县,命名咸丰,周围八百余里,县治即大田千户官署地”,咸丰县才正式

成立
○58｡其后地方政府开始在原来土家族土司地区开始大量招揽移民对其开发,同治《咸丰县志》记载:“明诸蛮未劫之先,烟户五

千有零……改土案内勘出人丁……共九万一千三百四十五丁口……阖邑新收民数一万八千三百八十四户,共计男妇大小十万一

千七百六十一丁口”
 ○59｡之后人口出现暴涨,民国《咸丰县志》记载:“总之,咸邑自同､光以来,四川彭､黔移住之民,源源不绝”

 ○60

｡移民不仅带来了人口,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力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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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可以看出咸丰自古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大田所成立之后为中央王朝和土司交界地区,“改土归流”后开始有大量来自周

边地区的移民｡晚清民国时期的土家族聚居区实际上接受了来自周边地区大量的移民,“土著”和“移入民族”的文化交流更加

频繁,同治《咸丰县志》上就有“接踵而至者遍满乡邑,有‘非我族类’之感焉”的记载
○61｡这为该地区多元的信仰文化奠定了族

群和社会基础｡ 

六､结论 

《控》中记载的各类神祇从宗教的角度看有来源于佛儒道､民间信仰等;从民族的角度看有来源于土家族､苗族､侗族､白族等;

从地域看有来源于湖北､四川､湖南､江西､贵州等;从祭祀功用的角度上看有守门､驱邪､防病､生财､镇鬼､祈福等,可谓包罗万象｡

多种形态的宗教信仰进入该区域后与当地原有的信仰整合,他们在唯灵是信的民间信仰原则下被融合到以百姓为中心的生活圈､

生产圈､想象空间等三个不同层次的祭祀圈中｡ 

从中可知,改土归流后土家族聚居区在民间信仰上实现了“多元一体”｡分析《控》中民间信仰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

过程可知,之所以形成《控》中的局面,首先是中国传统民间信仰本身的包容性;其次是改土归流后,尤其是晚清民国该地区文化

变迁的影响;再次是土家族聚居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个区域在历史上是一个著名的民族走廊,众多民族和文化通过这个通

道迁徙;最后是清中叶之后大规模的移民,尤其是从长江中下游､四川盆地等地汉文化圈迁徙过来的移民｡所以《控》为我们对中

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和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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